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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适应中乡村地方性景观的分化重构与
机制分析

Differenti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Mechanism 
Analysis of Rural Local Landscape in Ecological 
Adaptation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mplex natural environment, rural 

local landscape presents dynamic ecological adapt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nd revealing its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is the 

basis of rural multi-characteristic protection and livable development. 

Taking the typical villages of Lankao County under ecological constraint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actor network process of Lankao 

rural local landscape in two stages of intensive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adapt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different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local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daptation, and 

analyzed the accompanying evolution of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ural land use structure, building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courtyard spatial 

form. The paper also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rural local landscape 

different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nd found that the change of ecological 

constraints dominated the stage succession of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cological adaptation paths promote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landscape into local types such as native type, 

collage type and migration type, which provided the basis for rural 

multiple positioning and transformation governance.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ical adaptation; locality; 

rural reconstruction; landscape evolution; Lankao County

汪  芳

章佳茵

卞辰龙

王舜奕

WANG Fang

ZHANG Jiayin

BIAN Chenlong

WANG Shunyi

文章编号：1000-6664(2023)04-0014-06

DOI：10.19775/j.cla.2023.04.0014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22-11-14

修回日期：2023-03-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宜居城乡地方性景观

生态规划理论及方法”(编号52130804)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人地协调与城乡协同的乡村规划建设研究”(编号

21AZD033)共同资助

乡村是人居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长期

的环境选择形成地方性鲜明的乡村景观[1]。地方

性强调内部潜在、积极的互动实践[2]，通过乡村

景观结构的演化可以反映出各主体与景观的互动

模式。因而，乡村地方性景观是指特定乡村地域

中，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地表

景象，包括人居环境所必需的空间范畴及物质要

素[3]。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乡村地方性景观面

临着生物多样性降低[4]、植被生产力下降[5]、地表

水质退化[6]等生态劣质化现象，也在动态变化过程

中表现出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耦合适应[7]。生态

适应是人地系统应对动态变化环境做出的自我调

整与反馈[8]，以可持续的方式调整系统以实现动态

平衡，成为应对生态问题的重要途径。

生态适应的过程中，乡村地方性景观在人与

环境的渐进作用下不断发生重构[9]，体现在土地

利用、建筑街巷等乡村物质空间中。当前，生态

适应背景下乡村聚落的研究主要涉及3个方面：

乡村地方性景观的适应性类型及演化规律[10]；生

态适应机制和影响因素[11]；典型区域环境系统中

乡村聚落景观的适应性演变[12]。在特定区域系统

中承担了更多生态保育角色的乡村，需要从地方

性景观重构视角，探索生态系统与其他要素的协

调。与此同时，在复杂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乡村空

间的多样化和异质化重构日益明显[13]，不同乡村景

观的生态适应方式表现出对象复杂、主体多样及路

径多元的特点[14]。厘清乡村地方性景观的分化重构

过程与内外动力机制，对发掘乡村景观多样化、针

对性治理的科学途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景观作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对象之一[15]，

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乡村地方性景观

的分化重构不仅体现在乡村景观物质空间形态的

重新组织，也体现在背后的多主体参与和互动过

程。行动者网络理论从系统视角，将人类和非人

类因素视为平等的行动者，通过关注行动者之间

的相互作用过程，解读系统的内部互动关系，将

微观行为与宏观结构相结合，以对宏观变化的过

程和动力机制进行解释[16-17]，逐渐被应用于乡村

发展模式与转型重构的研究中[18-19]。乡村景观是

自然、人类和许多其他现象的网络集合，理论上

应赋予自然元素与人类行动者同等的地位[20-21]。

因而，这一过程中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重构的行

摘   要：乡村地方性景观在复杂自然环境的影响下呈现着动

态的生态适应与分化重构，揭示其重构机制是乡村多元特色

保护和宜居化发展的基础。以受生态约束的兰考县典型乡村

为例，梳理了生态适应视角下，兰考乡村地方性景观在县域

集中性生态治理与适应、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与重构2个阶

段的行动者网络过程，分析了伴随着的乡村土地利用结构、

建筑分布格局、院落空间形态等景观特征演化；并对乡村地

方性景观分化重构的机制进行了剖析，发现生态约束的程度

变化主导着景观重构的阶段演替，且生态适应路径差异化变

迁推动乡村景观分化为原生型、拼贴型和迁移型等地方性类

型，为乡村的多元定位与转型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关 键 词：风景园林；生态适应；地方性；乡村重构；景观演

化；兰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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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网络是根植于地方的多要素交织模式。行动

者网络打破了社会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的二元

对立，强调内外部要素的关联和同等重视，有利

于深度剖析生态适应中异质行动者在不同阶段的

复杂互动关系，以及由此推动的乡村地方性景观

分化重构结果。

结合自然基底与社会人文关系来理解乡村景

观空间演化与重构，是地方性景观研究的重要视

角。同时，对于指导不同类型的乡村转型发展、

促进提高乡村的宜居性与可持续性也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本文通过行动者网络的分析框架，以

河南兰考的典型村落为例，分析以下方面：1)在

生态环境的约束下，乡村地方性景观呈现出怎

样的演化阶段？2)随着生态要素的变化及其在

不同村庄的不同表现，乡村地方性景观经历怎

样的分化重构过程与阶段性结果？3)乡村地方

性景观在生态适应过程中发生分化重构的驱动

机制是什么？

1  研究设计

1.1  理论分析框架

在地方性景观的演化过程中，景观适应的路径

逐渐分化成原生型地方性和建构型地方性[22]。原生

型地方性大多体现着景观原来的特征；建构型地方

性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多，呈现地方性要素的流动。

体现在乡村的地方性景观重构中，部分村落长期保

持与生态本底适应的农业生产活动[23]，表现着原

生型地方性的特征。而在生态适应的背景下，建

构型地方性又可分为主动适应和被动适应2种形

态。在生态适应进入稳定阶段的地区，相关主体

主动依托当地生态要素，植入新的元素以带动村

庄发展，并实现与原有场地融合[24]，改变乡村风

貌和社会网络，可理解为一种拼贴型的地方性；

在持续面临生态灾害的地区，人们被动通过易地

搬迁规避生态劣化，形成农民集中安置导向下的

移民新村[25]，重塑新搬迁节点的空间环境和功

能，产生了迁移型的地方性景观。由此，构建乡

村地方性景观的类型分化分析框架，对兰考县的

乡村地方性景观进行类型分解。

在生态适应的背景下，乡村的自然因素和社

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可转换为行动者网络中具

有能动性的非人类和人类的异质行动者。异质行

动者面临着由各自利益驱动的不同目标和障碍，

并根据其中核心行动者的目标和方向通过强制通

行点，互相嵌入动态的转译过程，形成重构结

果。转译过程需要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

召、动员及排除异议5个阶段[26]实现，即核心行

动者聚焦关键问题形成所有异质行动者实现目标

的强制通行点[27]，通过各种策略将利益赋予其他

行动者，将其征召和动员结成网络联盟，并需要

排除转译过程中偏离网络的异议，维护网络的稳

定运行[28]。随着研究对象的障碍与目标发生变

化，行动者网络进一步发生重构，进入下一个阶

段的转译过程。通过行动者网络的形成与转译框

架，乡村地方性景观的重构过程可以得到清晰的

呈现。因此，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研究框架

(图1)，对乡村地方性景观的分化重构过程进行

解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县域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分析、乡村地方性景观演化分析等方法研究乡村

地方性景观的重构表现。

1.2  案例地概况

兰考县位于河南省开封市东北部，地形地

貌受黄河影响较大，其乡村地方性景观具有多元

化的重组现象。黄河自金代流经县境以来，多次

决溢迁徙，使得县内遭受风沙、盐碱、内涝等

灾害威胁。在生态环境的约束下，县域自1960

年以来采取多种生态治理措施，当地乡村的地方

性景观也不断地进行自我干预与调整，产生了不

同的适应类型。其中，杜寨村、谢庄村地处黄河

故道，村庄适应过程以传统农业为基础，发展适

应自然本底和生产条件的农业，其乡村景观依然

为原生型地方性；范场村、张庄村为生态要素驱

动的旅游型村庄，利用生态治理时期形成特色林

业，引入旅游等特色产业，并通过景观改造活化

村庄内部功能，其乡村景观分化重构为拼贴型地

方性；东坝头村、姚寨村位于黄河低滩区，通过

易地迁建，重塑村庄的景观与空间结构，其乡村

景观分化重构为迁移型地方性(图2)。

1.3  研究数据与方法

1.3.1  县域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分析

为分析县域集中性生态治理结果与适应过

程，利用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提

供的30m分辨率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

(1980、2000和2020年)，构建土地利用转移矩

阵，分析每一时期内耕地、林地、草地、水域、

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6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演变方向

和程度，呈现兰考县景观格局的时空演化过程。

1.3.2  乡村地方性景观演化分析

为分析不同类型乡村地方性景观的演化

过程，根据2009和2021年分辨率为0.5m的

Google Earth高清影像及各乡镇政府提供的村

庄行政边界资料，目视判读及解译兰考县典型乡

村的用地结构和建筑分布，分析乡村的土地与建

筑格局变化情况；根据实地调研观察和照片拍摄

情况，分析乡村的院落空间形态变化情况。

1.3.3  地方性景观重构的行动者网络分析

研究团队于2022年8月在兰考当地乡村对县政

府干部、镇政府干部、村委会干部、本地村民、民

宿及乐器产业从业人员、外来游客等28个相关对象

进行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长约为30min~1.5h，

访谈重点包括乡村基础情况、产业情况、政策支

持、乡村地方性景观变迁等；结合政府提供的地方

志、乡村发展历程、乡村产业情况、乡村发展规

划、乡村政策等相关文本资料，以及通过政府网

站、新闻媒体等获取的资料，系统梳理兰考县乡村

地方性景观分化重构的行动者网络过程。

2  兰考县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重构的行动者

网络过程

2.1  兰考县乡村地方性景观60年以来的重构历程

兰考县自1960年前后进入集中性的生态治

理过程，在县域较长时段的生态治理与适应下，

图1  地方性景观重构过程与表现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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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要素在不同村庄的制约情况逐渐降低并呈现

出差异。尤其是进入2010年，在国家陆续出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及乡村振兴

等乡村发展政策的宏观背景下，乡村聚落、土地

资源、民居形态等乡村地方性空间景观出现了多

元分化倾向[29]。考察1960年以来生态适应与兰

考县乡村地方性景观发展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

将兰考乡村地方性景观重构分成2个阶段：1)县

域集中性生态治理与适应(1960—2010年)，在

县政府的主导下，兰考县整体生态环境条件逐步

改善，为乡村进一步发展奠定生态基础；2)乡村

地方性景观分化与重构(2010年至今)，在不同层

次政府的主导下，兰考县乡村的地方性景观逐渐

分化重构为原生型地方性、拼贴型地方性和迁移

型地方性。阶段演替中，兰考县乡村地方性景观

重构的行动者网络过程如图3所示。

2.2  阶段一：县域1960—2010年的集中性生态

治理与适应

1962年，围绕防治以风沙、盐碱、内涝

“三害”为主的自然灾害的强制通行点，兰考县

政府作为核心行动者，征召动员群众开展以深翻

土地、引黄灌淤为核心的生态治理工程，探索出

规模化种植泡桐、刺槐等抗风沙树种的策略。

1980年前后，逐渐转向稳定的生态适应阶段。

根据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的计算结果，生态条件

改善的重构结果在县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用地

结构变化(图4)，为乡村发展奠定了生态基础。

1980—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主要体现在耕地

转化成林地和建设用地，部分草地、水体、建设

用地和未利用地转化为耕地。2000年至今的土

地利用转移变化主要表现在耕地、水域和建设用

地上，耕地较多转移成建设用地和水域。总体而

言，1980年至今，兰考县耕地较多转移成林地

和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主要转移成耕地。随着经

济技术水平的提高，生活生产需求进一步增强，

耕地集约化，建设用地持续扩张。兰考县森林覆

盖率增加，大面积盐碱地基本消失，其景观格局

演化过程反映着生态治理的显著成效。

2.3  阶段二：乡村地方性景观2010年以来的生

态适应与分化

2010年前后，兰考县乡村生态适应发生阶

段演替，其行动者网络进一步重构，强制通行点

从共性的“三害”治理转向差异化的生态适应，

以应对不同村庄的发展需求。乡村地方性景观类

图2  案例地区位图
图3  兰考县乡村地方性景观重构的行动者网络过程
图4  兰考县1980年以来土地利用的分布及转移情况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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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向原生型地方性、拼贴型地方性和迁移型地方

性的“一区多类”演化，并伴随着乡村土地利用

结构、建筑分布格局、院落空间形态等差异化的

景观演化过程(图5~7)。

2.3.1  原生型地方性

原生型地方性景观以杜寨村、谢庄村为代

表。兰考属平原农区，农业垦殖较早，因黄河长

期多次改道泛滥，农业在生态约束下产量低而不

稳。县域生态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后，风沙、盐

碱、内涝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低，但

仍缺乏稳定的生态种植环境，由此行动者网络发

生二次转译。在问题呈现阶段，基层政府困于农

业生产效益不高，进而农村发展资金不足，人居

环境难以改善；村民因自然条件不稳定、设施落

后、生产知识匮乏而持有较低的农业收入，生活

水平较低；耕地资源为弱碱性，不适宜种植庄

稼，缺乏能匹配资源价值的有效利用；其他土

地、房屋等非人类行动者缺乏合理改造与优化利

用。作为谋求村内发展思路的主体，村委成为核

心行动者。以维持生态稳定为强制通行点，在利

益赋予阶段，村委通过耕地价值提升、村民农业

收入上升、形成村庄特色农业品牌等目标，引导

其他行动者成为网络的联盟成员，进而采用因地

制宜的种植方式并人工创造生产环境。沙性土壤

适宜蜜瓜、西瓜等瓜类作物的生长，在征召动员

阶段，通过土地流转整合村内耕地统一管理，引

入温室大棚，人为创造适宜的生产条件。在此基

础上，村委动员群众参与西瓜、蜜瓜种植，并优

先聘用贫困户劳动力在种植区务工，以带动本村

贫困户及弱势群体就业，利益进一步被赋予村

民，并排除村民不愿流转土地的异议，两村的农

业发展也产生品牌效应。

在农业发展的主导下，杜寨村、谢庄村分化

为原生型地方性，其地方性景观仍以农田为主，

耕地中大棚数量不断增长，但土地利用结构和建

筑分布格局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图5、6)。同时，

在农业效益提升的带动下，村庄进行环境整治，但

注重传统住宅和文物建筑的保护。在杜寨村，村委

进行道路拓宽时，不拆路南住房，以主房不动的原

则拆除围墙，为居民加盖统一的门楼(图7)。而谢

庄村虽受黄河多次泛滥改道影响，但仍在原址保留

有谢家双楼这一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2.3.2  拼贴型地方性

拼贴型地方性景观以范场村、张庄村为代

表。兰考大量种植了防风固沙的树种，如范场村

的泡桐林、张庄村的刺槐林，乡村生态环境得到

改善，也成为地方性景观演化的转折点，推动

行动者网络二次转译。2010年前后，两村仍为

贫困村，问题呈现为生态条件稳定但缺乏核心发

展动力，出现新的强制通行点，需要寻求生态化

的创新发展路径。范场村种植的泡桐是制作民族

乐器的最佳材料，县政府作为核心行动者，以民

族乐器生产为切入点，在兰考县村镇体系规划中

明确“堌阳音乐小镇”“中国民族乐器村”等规

划目标，以基层政府代为执行，主导乡村地方性

景观重构过程。在利益赋予阶段，政府以范场村

中的自然村之一徐场村为示范，带动周边乡村发

展。征召动员阶段，政府带动村民利用泡桐树生

产乐器，开设制作民族乐器的家庭作坊，吸纳贫

困家庭劳动力为作坊打工，请专家融合乐器元素

对村内景观进行统一改造，接待民乐相关从业

者、机关事业单位及游客等入村参观，并与音乐

类高校签约作为实践基地，吸引了外出务工的村

民返乡创业。而张庄村的刺槐林则因生态治理的

历史文化成为红色旅游景点。2015年，县委干

部调研发现村内较多的闲置房屋，村委通过租金

租赁的方式将利益赋予村民及住宅、闲置用地和特

色林业等其他非人类行动者以发展乡村旅游。在征

图5  兰考县典型乡村土地利用结构重构
图6  兰考县典型乡村建筑分布格局重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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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动员阶段，县政府组织乡建专家、旅游公司和村

民对生态资源、闲置用地、闲置农户院落等进行设

计改造，建成“梦里张庄”旅游景区。

通过生态要素的征召和有效利用，地方性

景观植入新元素并分化为拼贴型地方性。相同的

是，两村部分耕地发展为林地(图5)，以村内中

心大街为轴线设置旅游景点(图6)。在范场村的

景观改造过程中，利用废弃空地和旧砖瓦按照古

乐音阶修建游园，在街道融入乐器元素。家庭作

坊内院落结构发生变化，乐器经营者在一楼设置

展示区、茶室、制作车间等，二楼为生活空间，

实现了在垂直空间上的混合利用(图7)。张庄村

在保留传统民居风貌的基础上，利用当地材料进

行装饰，更新建筑内部功能，打通院墙，植入张

庄戏院、黄河湾书画院、民俗馆等文旅场所，活

化空心院落，部分民居被改造成民宿。

2.3.3  迁移型地方性

迁移型地方性景观以东坝头村、姚寨村为

代表。黄河滩区既是黄河行洪、滞洪、沉沙的场

所，也是区内居民生产生活的基本空间。问题呈

现阶段，在县域集中性生态治理的前提下，滩区

村庄因行洪河道的特殊地理位置，伴随汛期洪水

淹没的安全隐患，村民基本生活缺乏保障，异地

迁建成为解决滩区问题的民生工程。由此，中央

政府成为二次重构的核心行动者，围绕规避生态

劣化的强制通行点，于2014年在兰考陆续开展

移民迁建试点，东坝头村、姚寨村是其中的试点

村。在利益赋予和征召动员过程中，中央政府以

政策下达的形式首先把省政府、地方政府、黄河

河务部门等政府部门征召到移民迁建的行动者网

络中，并将首要利益赋予村民。在从中央财政、

地方财政、整合部门项目资金、群众自筹和节余

建设用地指标筹资等渠道筹措迁建资金的征召

下，村民住宅、滩区耕地、未利用地等非人类行

动者也被动员到网络中，使移民村发生地方性景

观和土地利用重构(图5)。临近黄河的耕地或建

设用地进行拆旧复垦，土地流转至村集体，而村

庄建设用地迁至镇政府附近的未利用地或闲置耕

地。在生态移民的行动者网络中，旧村村民也会

因地方依恋与宏观政策产生异议，需要核心行动

者排除异议。与整体搬迁的姚寨村相比，东坝头

村仍有部分村民居住在地势较高的老村，利用荒

废的房屋养殖牲畜。

滩区生态移民迁建推动了东坝头村、姚寨村

的地方性景观重构为迁移型地方性。搬迁的居民

按照家庭人口数分配面积不等的连排独院，经过

统一规划，移民新村的建筑分布排列规整，院落

结构统一，用地更加集约化并适应现代生活需求

(图6、7)。新村普遍没有耕地，但村民在庭院空

地种植蔬果等生产农业景观，对移民新村进行自

发式、适应性的空间实践，体现着地方性生活方

式和耕作习惯的迁移。

3  生态适应中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重构的机制分析

3.1  生态约束程度变化主导乡村地方性景观重构

的阶段演替

伴随着兰考县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态约束

程度发生变化，乡村面临的问题由外部环境约束

逐渐转化为内生性动力不足。核心行动者由县政

府更替为基层政府、中央政府等不同层次的管理

者，强制通行点由“集中式生态治理”转向“差

异化生态适应”，决定了乡村地方性景观的阶段

演替。在此过程中，行动者组成发生变化，相同

的行动者因作用方式、参与程度等发生变化而

产生身份转换，使行动者网络发生二次重构。

乡村精英、村委通过吸引外来投资、引进农业

生产技术、邀请设计师改造院落等方式，日渐

成为行动者网络中的重要力量。在新的行动者

网络中，各方行动转向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

治、移民搬迁等工程，从而追求更高的人居环

境品质。

3.2  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共同塑造乡村地方性

景观演化特征

以往的研究着眼于人的主观能动性，非人

类因素在景观重构中的角色被忽视。生态适应背

景下，乡村地方性景观重构中的非人类行动者处

于重要地位，如黄河滩区地貌、土壤条件、特

色树种，地方性景观在核心行动者的带领下围绕

这些自然要素发生重构。而人文因素，如政策、

社会因素等进一步对其产生影响。国家陆续出台

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

等战略与措施，促进村域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及村貌整治。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战略和脱贫攻坚的背景下，兰考县推行“一宅变

四园”“四好公路”“沿黄生态廊道”等民生工

程，并借助移民工程的政策机遇，高效推动新型

农村社区建设和人居环境治理。近年来，“增减

挂钩”政策将闲置用地转变成生产生活用地，地

方性景观进一步重构。

3.3  生态适应路径差异化变迁推动乡村地方性景

观类型分化

不同内外部因素介入打破了行动者网络原

有的整体结构，如原生型村庄的农业生产技术介

入、拼贴型村庄的产业与资本介入、迁移型村庄

的政策介入，导致生态适应方式的差异化。在传

统农业型村庄中，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

流转土地规模种植适应自然本底的作物，引入种

植技术及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尽量延续建筑的传

统风貌，保持着原生型景观特征。在资源禀赋较

好的村庄，利用地方性资源和物产，植入手工生

产新技术、旅游经营等新产业，带动村庄转型；

村委会带头利用闲置地塑造景观节点，展示乡村

特色并丰富村民生活；生产经营扩大化导致部分

居住空间转为生产车间，建设用地扩张，乡村空

间集中生产、居住、娱乐功能，形成新旧交织的

拼贴型地方性景观。在沿黄生态脆弱区，政府通

图7  兰考县典型乡村院落空间形态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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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上而下的移民迁建工程重塑村庄空间结构与

居住环境，原有宅基地被复垦为耕地，村民在新

村自发式进行空间实践，将传统生活习惯迁移而

来，并与新村建立情感联结，逐渐分化成迁移型

地方性景观。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以兰考

县6个典型乡村为例，研究生态适应中乡村地方

性景观分化重构的过程与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1)兰考县的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重构的行动者网

络过程分为县域集中性生态治理与适应、乡村地

方性景观分化与重构2个阶段；2)县域集中性生

态治理与适应阶段中，县政府以共性的生态灾害

治理为目标，使兰考乡村整体的土地利用结构发

生变化；3)在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与重构的阶段

中，乡村地方性景观类型分化为原生型地方性、

拼贴型地方性和迁移型地方性，乡村土地利用结

构、建筑分布格局、院落空间形态等乡村地方性

空间景观出现对应的类型差异；4)核心行动者与

强制通行点演替、不同外部因素介入等使乡村地

方性景观出现重构的阶段演替和类型分化，其中

自然要素功能凸显，与人文要素共同塑造了地方

性景观的演化特征。

从研究层面来看，乡村地方性景观重构面

临的社会转型因素繁多，主体作用机制复杂，从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视角考察生态适应中

各类要素的动态联系具有必要性。乡村地方性

景观生产是多元主体互动协商下的持续、不稳定

的过程，任何外部力量的介入皆有可能改变其发

展轨迹[30]。在新型城镇化及乡村振兴双轴驱动

下，乡村地方性景观的演化需要以人与自然的整

体性视角，在多尺度系统开展不同区域层面、多

元外部性环境下的中国乡村地方性景观的空间分

化过程、动力机制和景观治理机制研究，还需进

一步探讨不同尺度之间的联系互动。聚焦现实，

不同地方性景观类型却体现出相同的宜居需求。

未来，乡村有机会充分利用经济发展要素，从单

一的农业生产转向工业制造和旅游服务[31]，城乡

之间双向人口流动有利于乡村劳动力素质提升，

进而带动新一轮的乡村景观重构；新型土地经营

模式如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发展日趋完善，以

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推动乡村土地利用模式转

变。在此背景下，乡村的景观治理需要按照不同

类型进行有序引导。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或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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